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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近年中國重新宣揚「領導核心」概念出發，試圖從政治史角度揭示

「領導核心」概念隱含的權力制度安排，提出被尊為「領導核心」者在中國共產黨內

擁有「最後決定權」，並將這種最高政治權威—權力與「黨政雙軌制」、「雙重負責

制」結合起來考察，以解釋當前中國政治中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背後的權力制度

演變邏輯。同時，本文將這一權力制度置於比較政治視野中來考察，提出目前中

國政治中發生的變化可能意味着中國的「權力制度化」循一種全新的模式發展，即

以權力的黨內法規化形式走向更全面的黨國融合，這可能是一種新型的「國家建設」 

模式。

關鍵詞：領導核心　最後決定權　雙重負責制　權力制度化　國家建設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漫長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中

共中央和西北局召開了歷時八十八天的高級幹部會議，毛澤東出席了開幕式

和閉幕式，並在會議中做了多次報告，可見對會議的重視。其報告以集體學

習斯大林文章〈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的方式來推進整風運

動。正是在這些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領導核心」這一概念1：

第九條：「必須使得黨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的優秀份子選拔到基層的領導

核心中去。」一切單位要注意領導核心的建立，沒有核心就不好辦了，不

能每個人都是領導核心，沒有領導核心怎樣領導呢？領導核心是鬥爭中

形成的，領導核心的條件，斯大林講有兩個鬥爭，就是十分忠誠，十分

有經驗。

當代中國政治中 

「領導核心」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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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官方發表的毛澤東著述中，這篇講話內容均未見全文披露2， 

時隔七十多年之後，這段講話中的很多重要理念和話語，卻在中國政治中顯

示了其跨越時空的威力。2016年11月15日，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在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文章，其中就引用了毛澤東講

話中生動而切中要害的內容：「領導核心只能有一個，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

核心嗎？不，只有一個核心。」3從毛澤東政治思想和組織原理中汲取的理念

和概念，並非空洞的歷史的回聲，而是向我們提示着當代中國政治模式中深

刻的歷史延續性。現實政治中發生的變化，表明這些概念和話語對應着實在

的權威與權力。

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了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核心」 

地位4。在江澤民卸任總書記職務之後，幾乎銷聲匿迹的「領導核心」概念和

話語再度出現在中共政治報告和大眾視野中。伴隨「領導核心」的重新提出，

中國政治中出現了一系列涉及權力安排的重大舉措和制度變革。不同於常見

的黨建、黨宣文章，近年已有一些學理文章試圖解讀「領導核心」這個政治概

念5。但既有的研究多着重於分析甚至論證當代中國政治體制何以需要權威， 

而對這種權威隱含的權力制度安排尚缺乏深入解析。

本文試圖根據政治史的相關資料來探討「領導核心」可能象徵的中共黨內

權力制度，並解釋一些重要制度演變的內在邏輯。在展開論述之前，需要首

先釐清「領導核心」概念的三重含義：第一，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第二，中共高層的領導集體——中共中央委

員會，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三，黨的最高領導人6。

本文所關注者在該概念的第三重含義。

一　「領導核心」與「最後決定權」

在習近平被確定為「領導核心」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

長房寧提出，「民主集中制」中的「政治核心」或「領導核心」意味着一種政治制

度安排，即如果黨內尤其是黨中央不能就重大問題達成多數共識並作出決

定，「由黨內被授權的一個總負責人做出最終決定並成為全黨意志」7。遺憾

的是，他對於這種制度安排的詮釋既未提供文獻依據，也未提供事實依據。

下文將梳理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領導核心」與「最後決定權」的關係，並以

此為線索來推測江澤民與習近平這兩位「領導核心」可能具有的這種權力。

（一）毛澤東的「最後決定權」

1943年3月，毛澤東成為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在這次政治中樞

重組中，書記處的職權和運作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 

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他〔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

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而書記處以「澤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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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為主席，會期不固定，得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

最後決定之權」8。對照之下，1937年12月發布的〈中央書記處工作規則和紀

律草案〉中關於書記處工作方式的規定條文是：「凡用書記處名義所發之電

文，非經過半數以上的書記簽名同意後不得發出」，「各書記之重要文章，對

外發表之重要談話或重要報告大綱，必須經書記處集體討論後才能公布」9。

顯然，此前書記處的運作方式是集體合議與多數表決制，而新規則是「主席負

責制」。

對於這一規定的意義，學界有不同的解讀。具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或知

識份子常視之為中共黨內毛澤東「獨裁制度」的起始bk，而官方人物如胡喬木

則否認這一規定賦予毛決定大政方針的「最後決定之權」，認為只限於「書記處

處理日常工作的決定之權」bl。即使是比較中立的學者，對於這一規定的解讀

也不一致，有的明確否認毛長期擁有「最後決定權」，認為僅限於中央書記處

於1943年3月改組到1944年5月停止運作、等待重組期間bm；有的則認為在

「最後決定權」短暫設立後，「正如法律存在成文法也存在習慣法一樣，建國

後，『最後決定權』也成為主席制中不成文的規定和習慣被延續下來，毛澤東

主席在事實上也一直享有這項權力」bn。

本文贊成書記處主席實際擁有「最後決定權」的說法，原因如下：第一，

在1949年之前的戰爭年代，中央政治局很難頻繁召開人數足夠的政治局會

議，因而書記處的「日常工作」與政治局的「重大問題決策」之間的界限很模

糊，1945年4月中共七大後成立新的書記處，書記處重組後雖「再無『最後決

定權』的規定」bo，但是否能夠回復集體合議與多數表決制，頗成疑問。

第二，自延安整風之後中共黨內形成一種共識：毛澤東個人所在即「中央」 

所在，延續至後來，毛更提出一個明確規定，凡是他沒有圈閱的文件，就不

能以中央的名義下發：「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

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

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bp。

第三，建國以來很多重大決策都是毛澤東一人扭轉政治局決策、壓倒政

治局多數意見，這種事例不勝枚舉，楊尚昆曾說，雖然毛在1958年11月武昌

會議後名義上退居二線，但實際上凡是他不同意的決議都會被推翻bq。

第四，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其他重要領導人，均承認毛澤東具有這

種權威和權力。如彭真在文革後反思自己「崇拜毛主席」的經歷時說：「一件事

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劉〕少奇或者總理〔周恩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

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br1971年

12月，毛在經歷林彪事件的巨大挫折後病體支離，以至於暈厥，聞訊驚惶而至 

的周恩來撲在毛牀前，對着剛剛蘇醒的他含淚哽咽，握着他的手說：「主席，

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bs文革末期王震在老幹部中串聯密謀逮捕「四人

幫」，王震曾當面向葉劍英提議：「為甚麼讓他們這樣倡狂？把他們弄起來不

就解決了嗎？」葉劍英無語，惟向王震做了一個手勢：伸出左手握成拳頭，豎

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說，現在

毛主席還在世，投鼠忌器，條件還不成熟，要等待時機bt。周、葉級別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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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對毛的權威猶如此敬畏，遑論其他人等。這些情況均可表明毛實際上擁有

一人否決政治局多數意見的權威—權力（authority-power，同時擁有兩者即為

「領導核心」），他的意見和決定就是「最後決定」。

（二）鄧小平的「拍板權」

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1977年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

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1981至1989年擔任中央軍委主席，

1982至1987年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一生未擔任中國國家元首、中國

政府首腦或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在黨內擁有「拍板權」的這一「機密」，在1989年 

5月16日時任總書記趙紫陽與時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會見時得以公開ck。如胡耀邦所說，鄧在文革後的中國政治中具

有特殊決策地位，這是海內外分析家均知道的公開秘密cl。雖然研究者通常

認為整個1980年代鄧的權威受到陳雲等元老的制約（故有所謂「雙峰政治」、

「八老治國」等說法cm），但他在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地位在1978年12月舉行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就已經確立cn，甚至早在1977年4月葉劍英在八十壽誕

時就說鄧「是我們老帥中領班的」co。但在1987年10至11月中共十三大之前，

鄧和陳雲、薄一波這些元老才達成了明確協定：十三大之後「〔政治局〕常委只

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薄一波為此建議趙紫陽在十三屆一中全會

上講幾句話，「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鄧〕小平同志請教，由小平拍板」cp。 

於是，趙作為新當選的總書記主持會議時，以鼓掌同意的方式通過了一項黨

內決議，決定鄧仍然是黨的最終決策人。鄧擁有「拍板權」的最直觀體現，就

是向來與鄧在很多問題上不和的陳雲，在1989年5月25日的危機關頭明確 

承認鄧的「核心」地位：「社會主義江山來之不易，我們應該珍視，但現在有人

要另起爐灶，我提議我們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頭子』的中國共產黨黨

中央，贊成的請舉手。後來在公開發表的時候，我〔時任陳雲秘書許永躍〕建

議陳雲同志將『頭子』改為『核心』。這就是1989年5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

消息。」cq

「八九事件」平息後，雖然鄧小平對新一屆領導班子說：「我不希望在新的

政治局、新的常委會產生以後再宣布我起一個甚麼樣的作用。⋯⋯現在看起

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

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cr

但是他也強調，領導班子要有「核心」，要有「班長」，這個「核心」和「班長」要

有權威，這種權威可用一句話說明：「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

甚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cs例如，鄧在1992年南巡武漢時讓當地領導

人轉告北京，「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對！不改革開放就下台！下台！」這並非

空洞的威脅或情緒的發洩，而是有實質性的安排。據傅高義（Ezra F. Vogel）揭

示，鄧南巡至珠海時召集軍方和安全部門領導開會，說如果北京的領導人不

願積極改弦更張，他將有所行動，而此會議的相關內容未見諸任何國內的出版 

資料ct。鄧在南巡時扭轉乾坤的壯舉表明，其在改革開放陷入低谷時仍然具有 

決定接班人選的權威。直至1994年以後，他才因身體原因不再過問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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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公開的文獻和歷史實例表明，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代「領導核心」擁

有「最終決定權」和「拍板權」，那麼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1989至2002年

任總書記，1993至2003年任國家主席，1989至2004年任中央軍委主席）是否

具有這種權威—權力，則是一個很難確認的問題，因為目前缺少公開的文獻

來證實或證偽這一命題；但有些個別的事例可以提供一些猜想的空間。

第一，江澤民在2004年卸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後，一直在中央軍委的辦

公大樓保留與其執政時期相同規模的辦公室，並任用幾名專用秘書；江不時

到訪辦公室，與現役軍官和軍方首腦會晤，行使他對軍方的影響力，直到中

共十八大前，此辦公室才被關閉dk。第二，江任總書記時的辦公室主任賈廷

安在其卸任後正式轉入軍事界，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多年dl。這一人

事安排明顯效法鄧小平之故智：鄧在卸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後，跟隨其多年

的秘書王瑞林不久即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dm。總政治部是掌管軍隊人事的核

心機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M. Gates） 

在回憶錄中根據他的親歷事件分析，江的繼任人胡錦濤並未真正掌控軍方事

務dn。因此，從上述迹象似乎可以推測，江的「領導核心」地位的維繫可能伴

隨着其在軍事權力方面的一些特殊安排。甚至有研究者懷疑江與胡之間並未

發生實質性的權力繼承，因為後者從未被稱為「核心」do。1992年10月，鄧曾

經給政治局寫過一封信，其中提到「將來挑選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軍隊的

人來承擔責任」dp，循此規則，似乎可以判斷「領導核心」必須擁有軍事統帥

權，且在履歷中被安排接近軍方事務者才是下一任「領導核心」的候選人。

2012年習近平上任總書記後，眾多研究者均意識到他可能是毛澤東以來

擁有最集中權力的政治領導人。本文在此提供一些容易被忽視的權力細節和

政治象徵，嘗試從側面映證，習擁有的權威使他遠遠超越於政治局常委同

儕，也與其他不具有「領導核心」頭銜的總書記形成區別。

首先，在2012年11月十八屆一中全會後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亮相的記者招

待會上，新任總書記習近平的出場方式與胡錦濤在2002年11月十六屆一中全

會當選總書記後的出場方式有明顯不同：胡在一字排開的常委中站在左邊第

一位，而習在常委中處於正中的核心位置。此後在很多政治局常委集體亮相

的場合，都可以觀察到習在「站位」上明顯超越於其同儕——「政治站位」也恰

是習時代新發明而使用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彙。在宣傳報導規格上，從公開報

導的情況似乎可以推測，現在僅有習的公開講話稿享有可在官方媒體發通稿

的政治規格，其他常委都不再有這種待遇。此外，《新聞聯播》的大幅延時報

導也大多數與報導習的活動有關，而其他常委絕少享有此種待遇，這同樣是

一個重要的政治象徵，表明其宣傳規格高於其他常委。對領導人的宣傳規格

向來與其政治權勢等級掛鈎，如領袖掛像的製作與展示方式就極具政治象徵

意味dq，因此在宣傳領域中發生的這些可感知的變化，其政治意義不應等閒

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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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最新一個彰顯習近平「領導核心」地位的規則是，十九屆政治局制

訂了〈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同

志每年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職一次」dr。「述職」一詞表明，在政治

局中平等的同事關係看來被上下級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所取代，這和「領

導核心」的權威—權力密切相關。

再次，使習近平的「領導核心」稱號真正名實相副的是其對軍隊事務迅速

而全面的掌控。眾所周知，他在浙江、上海、中央工作時期的秘書鍾紹軍在

2013年即擔任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到2018年擔任主任，這與鄧小平、江

澤民將自己的政治秘書派駐在軍隊關鍵崗位上（通常是控制人事與軍令的部

門）的人事布局幾乎如出一轍。前所未有的是，2014年4月，十八位解放軍高

級將領在《解放軍報》上集體向身兼中央軍委主席職位的習近平宣誓效忠ds。

在中共黨內權力制度中，對軍權的絕對掌握是最高領導人「領導核心」地

位的權力保障和政治象徵。這些關乎軍事權力的事例之所以具有分析價值，

是因為在處理與軍事力量的關係方面，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執政賴以成功的是

兩個看似矛盾而又互為一體的原則：「槍桿子裏出政權」和「黨指揮槍」。「政

權」實際上也包括了「黨權」，用毛澤東的話說，「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dt。

這是兩個同樣有效而真實的原則，它們結合在一起，意味着「能指揮槍的人才

能指揮黨」，也可以說對軍權的控制是掌握黨權的最高象徵，同時也是實際 

保障。

如上種種現象表明，總書記被尊為「領導核心」，絕對不是一場虛有其表

的宣傳套路，而是伴隨着一系列的權威升格與權力賦予措施，很可能這些措

施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其具有「說了算」的權力，尤其是真正的軍事統帥權和

人事決定權。實際上，當總書記得以公開宣示「黨中央必須有定於一尊、一錘

定音的權威」時ek，我們似乎可以認定，這就是在宣告他擁有「最後決定權」，

因為「看齊意識」要求黨員應向「領導核心」看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

導核心至關重要。⋯⋯黨的各級組織、全體黨員特別是高級幹部都要向黨中

央看齊。」el

二　「布里丹之驢」：「領導核心」與「雙重負責制」的 
困境和出路

中共體制為何要賦予一個被尊為「領導核心」的個人以「最後決定權」？本

文認為，這種隱藏的權力制度安排有多重制度邏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黨

政關係中的「雙重負責制」。所謂「雙重負責制」是指在權力體系中，一個處於

權力等級下位的任務執行主體，需要同時對兩個處於權力等級上位的權力主

體或權威來源承擔政治責任的制度，這種制度在當代中國政治中有諸多形式， 

例如在黨—政（「黨政雙軌制」）、中央—地方關係中，並於公安等實行雙重

領導制度的業務部門中長期存在，而經濟計劃與決策部門所牽涉的黨政關係

即為「雙重負責制」的「重災區」。下文即以此為例詳細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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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領導核心」的樹立並不意味着黨內權力的行使就此一帆風順，實際上，

因為中共政治制度中特殊的「雙重負責制」，「領導核心」制中的「最後決定權」

在具體的決策中若不明確，則仍有雙頭兩顧之弊。這種體制中的下屬就如「布

里丹之驢」（Buridan’s donkey）困於應該向哪個草堆靠攏就食一般，不知究竟

向誰負責。尤其是隨着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經濟決策權究竟如何行使並

無一定之規，時常為此爆發出權力衝突，這在毛澤東時代和1980年代的政治

中史迹斑斑，歷歷可考。

按照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體制之前形式上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共同綱領》體制，政務院的政務委員和各部、委、署首長需要向兩個權

力主體負責：一方面，他們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及其主席毛澤東任免，其

權力來自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需向其負責；另一方面，他們又直接受政務

院總理周恩來領導，需向政務院負責。那麼，其工作究竟是向政務院總理還

是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匯報並請示，又應向哪個上級負責呢？由毛親自點將

擔任政務院首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就因為曾將公安部報告送給政務院而

沒有送給毛，在此問題上「拎不清楚」而在履職不久即被毛嘲罵其「燒香要找準

廟門」em。

隨着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的展開，經濟計劃和決策大權究竟由誰

掌握，成為一個困擾領導集體的大問題。在這種體制下，提出經濟計劃與作

出決策的權限在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和財政經濟委員會，而規定施政方針、

批准預算的權限在毛澤東任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但問題在於，毛對

於自己在行政決策尤其是經濟計劃大權上僅作為簽字同意的角色是絕不滿意

的。1950年代初期「高崗事件」之前，毛曾對人發牢騷說：「甚麼都是西花廳

（周恩來辦公的地方），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辦公的地方）！」「西花廳車水馬龍， 

頤年堂門可羅雀！」en

1954年後國家建立人民代表大會體制，政務院更名為國務院（仍由周恩來

擔任總理），黨內在1957年10月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但毛澤東對經濟 

計劃大權旁落依然不滿，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作為大躍進的先聲，毛首先就

向周領導的國務院工作發起批評，並提出反對「反冒進」：「國務院向全國人大

的報告，我有兩年沒有看了。只給成品，不給原料，不行。⋯⋯財經部門不

向政治局通情報，沒有共同語言。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 

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事先要通一點情報，總是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

鎖。開會前十分鐘把文件拿出來，要人家通過，不考慮別人的心理狀態」eo，

可見毛對於國務院的不滿由來已久，對於國務院各部門不向自己（中央政治局

和常委）報告工作已隱忍多時，終於藉機發作。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職得以設立，首任總書記

鄧小平對各「歸口」工作「抓總」，並向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負責（實際上是對黨

主席毛澤東負責）ep，其制度設計意圖中也許部分是為了緩解前述「雙重負責

制」中「多頭」指示的困境，卻形成另一種尷尬局面，即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要接

受名義上地位較低的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上下從屬

關係，自此固定下來，直到『文革』初期皆沒有太大的變化」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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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國政治風浪不斷，暗潮湧動，論者和史家往往對於期間的

「左、右之爭」着墨甚多er，而一個容易忽視的方面是，即使是同樣被稱為自

由派改革者的胡耀邦與趙紫陽之間，關於經濟計劃大權誰屬，也存在不少衝

突和嫌隙，這在後來成為趙晚年反覆申述辯解的一個問題：胡耀邦的維護者

指責他在胡「背後插刀」，但他認為自己確有苦衷。趙回憶道，時任總書記胡

耀邦在重大、宏觀的經濟思想和政策問題上，與他（國務院總理兼中央財政經

濟領導小組組長）意見不合，為此鄧小平在1983年召集兩人，定下一條規矩：

「為避免再出現不同的聲音，今後經濟工作主管是國務院、中央財〔政〕經〔濟〕

領導小組，重大決策，發號施令，肯定哪些對、哪些錯，都要經過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研究提出，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作為權威的發言和決策

者，不要多頭發言，政出多門。當然書記處是要管經濟的，但主要是管大政

方針，不要干預具體的經濟工作。」es

雖然此後胡耀邦對經濟工作不再頻頻「干預」，但他對政治局常委胡啟立

說：「現在也是強迫簽字。國務院是怎麼討論的我們也不清楚，拿來只好同

意、簽字。」趙紫陽也了解矛盾所在：「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國家計委〔國家

計劃委員會〕的工作不滿意，也曾說過所謂『傾盆大雨』、『被迫簽字』之類的

話。現在耀邦也有這樣的感覺，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為彌合關係，他還提

出一些重大經濟問題在正式提交常委和書記處會議討論之前，可單獨先向胡

匯報，以便互相溝通，「開始他還有興趣，但以後看來他興趣不大，他又不讓

再搞了。這個問題也就沒有解決」et。

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實質上仍然是1950年代延續下來的「雙重負責

制」的困境：各省委、部委究竟該聽從國務院總理指示，還是總書記（毛澤東

時代是黨主席）指示？尤其當兩者的指示源自「不同的聲音」時，則權力等級的

下位者必然陷入「布里丹之驢」困境。因此，要在這種體制中解決這一困境，

就必須有一個最高權威，即權力等級的下位者最終只能聽從「雙頭」權威之一。

1950年代以來，毛澤東反覆強調要樹立核心，該權力制度的背景即在於

此。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藉着談論個人崇拜問題指出，「一個班必

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委員會要有一個主任，總要有一個委員長」fk。 

在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他決議撤銷彭德懷等人職務，並說了一番與成

都會議上的「個人崇拜論」一脈相承的話：「集體有一長，班有班長，連有連

長，有三個黨員是一個小組，要有個組長。沒有集體不行，光有集體也不行， 

有集體要有個長，不然就沒有力量。⋯⋯像樂隊，沒有指揮，一群人就不知

所措。」fl言下之意，在中共領導班子中，只能有一個「班長」，那就是毛澤

東。鄧小平在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會」上作報告時亦附和說：「我們黨，在

過去一段時間裏，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都特別強調樹立核心；後來，核心大體

上樹立了，就特別強調如何當好『班長』。這就是說，一定要樹立核心。不建

立核心，處於渙散的狀況，這個黨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fm由此可見，樹立

「領導核心」的最高權威，是中共歷代領導人克服「雙重負責制」內在困境所認

定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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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更名為中央財經委員會，其主席仍由「領

導核心」擔任，在經濟決策大權上消除了1980年代以前一直存在的衝突局面。

實際上，我們可以將此頭銜更替伴隨的權力轉移，看作是類似於半總統制中

重大經濟決策權力從總理轉移至總統的制度變革。

這種權力轉移發生在一個更大的制度變遷背景中。因為普遍存在的包括

「黨政雙軌制」在內的「雙重負責制」，使得重大權力領域的決策中樞究竟在何

處變得曖昧不明，為解決黨政關係中的內在衝突，1980年代的「黨政分開」思

路已被徹底放棄，2010年代的解決思路是轉向最大程度的「黨政合一」，所以

黨政機構的「合併」、「合署」成為機構改革或更宏大的、官方所說的「政治建

設」方案的重點對象，學者同時也為此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決的法理問題fn。

隨着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修改《共產黨章程》，刪去了「黨的領導主要

是政治、思想、組織領導」這種自1982年起列於黨章並維持多年的說法——

實際上使毛澤東時代所宣揚的「黨是領導一切的」理念及其實踐得以復活fo；

繼而2018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

國各族人民」正式納入《憲法》正文——此前中共的永久執政地位只是在《憲法》

序言中通過一種宏大的革命歷史敍事方式推導出來，而現在由《憲法》正文直

接予以規定fp。以上趨勢表明，此輪機構改革不僅是為了貫徹效率原則而簡

化和合併機構，也是在重新設置國家權力和黨國機器，使一黨執政地位更加

法理化，在更深層而言，則是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名義下fq，從制度

上解決黨政關係中的內在衝突，而樹立「領導核心」的最高權威則與這個解決

方案互為奧援。

三　誰是「黨中央」：「領導核心」與最高權威的 
形式及其實質

近年來中國政治中最令人矚目的事件之一，是修訂《憲法》第七十九條，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fr。如果最大限度地懸置對此事件的價值判斷，我們

仍然可以分析此一變化內在的權力制度邏輯，認為此一變化是為了解決形式

上的最高權威與實質上的最高權威可能存在的「不同調」甚至衝突的風險，而

這種衝突是史有明證的。

1956年夏，毛澤東赴武漢期間生出暢遊長江的念頭，當時陪扈的羅瑞卿

等人以安全為由極力反對，而毛堅持己見，羅最後不得已說：「這事得向中央

請示匯報後，才能決定！」毛大發脾氣道：「你向誰請示匯報？中央主席就是

我！」毛最後當然是得償所願，但此後很久看到羅都不和他打招呼，可見怒氣

難平fs。此事生動地表明了在毛的意識中，自己作為主席即是代表黨中央，

似乎二者是皮毛一體的。但後來在發動文革前，毛卻對高級幹部說：「中央出

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ft此時在他看來，自己並不屬於這個「搞修正主

義」的「黨中央」。然則究竟「黨中央」具體指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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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歷屆黨章寫得很明白：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中央

委員會閉會期間，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行使其職權。但若我們聯繫到「領

導核心」制就會發現，當最高領導人的權威—權力與最高領導人的職位（post）

發生分離時，誰是「黨中央」就很可能成為問題了。這樣的情況在毛澤東和鄧

小平兩任「領導核心」時期均出現過，並引致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一是毛澤東作為「領導核心」的1959至1976年。一方面，毛只是黨的最高

領導人（黨主席），而《憲法》上規定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是劉少奇，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是朱德，因此毛在制度形式和法律上都不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另

一方面，他卻當之無愧地擁有最高政治權威—權力。文革發動後，毛既不願

做僅作為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的國家主席，又不願他人據有國家主席這個稱

號，故一心想廢除國家主席這個職位，奈何局中人皆不解這種心理，斤斤計

較於憲法法理，認為國無元首不成體統，遂釀成1970年廬山會議前後的政治

動盪——為了是否設立國家主席問題，牽引出接班人和副統帥林彪折戟沉沙

這個驚心動魄的詭秘事件gk。

二是鄧小平在文革後復出的1978至1997年。雖然眾多擁護者勸進他擔任

黨主席，但他均明確拒絕，先是在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推薦時任總書

記胡耀邦代替華國鋒擔任黨主席，繼而廢除黨主席制，將黨主席和中央書記

處總書記二職結合為新的總書記制度；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均另有

其人。文革中一度被廢除並在1980年重新恢復的中央書記處實行民主集中

制，總書記名義上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一），但1980年代的

兩任總書記均不具有實際的最高政治權威—權力：第一，政治局及其常委會

的存在，使得中央書記處與其形成「一線」、「二線」的決策—執行關係，更何

況常委會之上還存在「婆婆」。第二，根據當時的制度，中央書記處「所有成員

都是平等的關係，都只有一票，⋯⋯重大問題應當由書記處這個集體，而不

是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作出決定」gl；「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

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書記和委員不是上下級關係，書記是黨的委員會中平等

的一員」gm。在這一點上，新建的中央書記處大大不同於1956年至文革前鄧小

平擔任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gn。套用古羅馬的概念，1980年代的總書記不過

是「平等者中的第一人」（Primus inter pares）罷了。這種情況下，如果擁有實質

上的最高政治權威—權力的「領導核心」，與名義上、形式上的「第一人」發生

衝突，誰才是「黨中央」呢？或者說，誰能「主持中央」、「代表中央」go？這是

1980年代中國政治不穩定的制度來源之一。

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任內，他既是實際上擁有最高政治權威—權力的「領

導核心」，也在形式上具有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在國是「國家主席」、在 

黨是「總書記」），因此形式與實質可保持一致。但問題在於，「領導核心」並無

任期限制，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卻有任期約束，依據《憲法》到期卸任。

這種「政治時差」如不解決，遲早會出現紊亂。故此我們可以理解，在「領導核

心」制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內在邏輯是：為了保持實際上擁有最

高權威—權力的「領導核心」與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統一，避免今後再

次出現「領導核心」並非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的「非常狀況」（鄧小平不再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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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軍委主席後直至其不再過問國事的時期〔1989-1994〕即是最典型的狀況）。這

種「非常狀況」會出現兩種可能後果：要麼「領導核心」只能「在制度外」施展權

威—權力，從而使形式上的、法理上的國家權力制度變成虛文，削弱國家根

本制度的正當性；要麼「領導核心」與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發生權力衝突，從

而出現政治分裂和憲政危機的危險局面。

這些潛在的種種不確定性，在「八九事件」中曾展示過其影響歷史進程的

現實可能性，如趙紫陽曾嘗試行使總書記的議程安排權力，動議召開中央全

會以解決衝突，又如有人策劃召開特別人大常委會，並策動全國人大委員長

萬里出面解決僵局。此類前塵舊事對於以「學習能力」著稱的中共黨組織來

說，自然為未來局勢發展投下一道陰影。

四　比較政治視野中的「領導核心」制度

當我們分析「領導核心」制的政治意味時，就會意識到這是具有「中國特

色」的政治制度。將其置於世界範圍內的政體類型中比較，其「特色」更加 

明顯。

美國式分權制衡政體中不存在最高政治權威—權力和「最後決定權」之類

的概念，恰恰相反，其憲政原理就是希望通過分權和權力分支之間的互相制

衡，來避免出現最高政治權威—權力和「最後決定權」，無論這種權威是以「人

民」或「多數」的名義通過國會來展現，還是以「執行權」的名義通過總統來實

現，抑或以「司法中立性」的名義通過最高法院來實現gp。在英國式議會內閣

制政體中，雖然表面上存在王權這個最高政治權威，但王權在現代僅履行儀

式性職權，就如英國法學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帶點誇張的描述所揭示

的，「如果兩院全體一致向她〔女皇〕發出一份她自己的死刑執行令的話，她也

只好在該執行令上簽字」gq。所以實際上最高政治權威—權力（或可理解為主

權 [sovereignty]）存在於由上議院、下議院與女皇構成的整體之中，而且愈來

愈傾向於下議院，而下議院通過解散權和信任投票對首相作出動態制衡，可

見不存在單獨的最高權威—權力。在法國式半總統半內閣制中，亦通過分權

（包括總統與總理在行政權力上的劃分）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出現最高政治權

威—權力的可能，尤其當國會與總統「左右共治」的局面出現gr。這些政體的

有效運轉，都不依賴於一個實質發揮作用的、坐擁最高政治權威—權力的「領

導核心」的存在。那麼為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就一定需要有一個

「領導核心」，才能實現長治久安呢？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兩種不同的比較

政治視野作出觀照。

一種是將當代中國政治體制中作為基本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置於國際

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脈絡中來理解和分析，指出「領導核心」制是民主集中制

之中的「集中」機制之一，或者說是為了實現政黨組織的使命而需要避免「民

主」因素常常帶來的障礙，因此打上的關鍵的制度「補丁」，「能夠產生高效率

政治行動⋯⋯提高了決策效率，降低內部成本，減少失能風險」gs。亦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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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民主集中制提到「政體類型」的高度來與自由民主或代議制民主相對照，認

為它「既是權力結構的組織原則，又是這一權力結構的運行原則」gt。從國際

共運歷史來看，這個制度有一個清晰的演變軌迹：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 

從馬克思、恩格斯等創始人主張的集體領導，到列寧從初期的偏向「集中」，

最終定於「民主集中」。但誠如詩人聶紺弩所諷刺的，「民主集中打劫棋」hk，

這種機制容易陷於「民主」、「集中」兩者的循環，終非了局。

而部分論者認為，中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在實踐中將集體領導

與領袖個人核心作用相結合，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領導核心制度，實現對無

產階級政黨組織原則的傳承與發展」hl，所以「領導核心」制是「國際共運發展

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hm。這些論調都試圖論證

「領導核心」制在中國出現的歷史合理性，但主要論據大體可以概括為一點：

要實現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就必須有「領導核心」。這種解釋的問題在

於沒有真正分析現實政治中「領導核心」制的制度意義，僅僅滿足於引經據

典，而其論證的邏輯起點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歷史敍事。那些論證民主集中制

的制度原理或優勢的著述，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政治史中反覆發生的政治不

穩定與政治衝突，其影響延續至二十一世紀。

另一種比較視野是，將當代中國的政體置於西方經驗主義政治科學，或

者說比較政治學中的現代政體類型學研究中來考察其規律性和演變趨勢，在

這種研究中，當代中國被界定為「威權主義」政體，具體來說是其中的子類型

「一黨專政制威權主義」，是「不正常」的專制政體hn。研究認為這些威權主義

政權之所以面臨「歷史的終結」這個無法避免的命運，除了人的本質屬性中追

求自由、要求承認的平等訴求外，還因為這種政體在制度上解決不了「政治權

力的有序繼承」問題，權力繼承的不確定性會導致作為統治集團的政治精英出

現分裂ho。然而，筆者閱讀不廣，未見此學術脈絡中有任何文獻曾解讀這種

政體中出現「領導核心」制的緣由hp。在「威權主義」研究的脈絡中，因為斷定

了政體本身的不可持續性，因而諸多制度演變均被視為延續其生命力的「適

應」措施之一hq。

這種「調適」或「韌性」通過「政治制度化」這個概念得到解釋。雖然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並非最早運用「政治制度化」這個概念的人，但他將「政

治制度化」定義為「穩定的、被珍視的（valued）、反覆發生的行為模式」，並給

出了適應性、複雜性、自主性和內聚力的可衡量標準，對於後來研究威權主

義政體的知識脈絡影響甚巨hr。在主要是英語學界對中國的研究中，循政治

制度化的解釋模式（又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有的學者關注決策過

程制度化hs，有的關注組織制度化ht，有的關注利益表達和政權回應的制度

化ik，有的關注監管權力制度化il。這些研究均強調中國政治中出現了一種

持續的趨勢，這種趨勢被用來解釋「中國崩潰論」何以失效，中國政治的演變

何以未能符合眾多西方觀察家的預期。

將當代中國的政體置於這一分析框架，當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實現了

「政治權力的有序更替」時，不少研究者均開始反思，中國是否避免了「威權主

義」政體天生的致命缺陷？中國式「威權主義」政體的「韌性」究竟源自哪裏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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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一些學者通過權力繼承的制度化來解釋中國的政治演變，這些制度化的因素

包括任期、年齡、工作經歷、教育背景等等in。但2018年3月中國修憲取消

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之舉，也許意味着原來被認為已經「制度化」的某些因素，

並不一定那麼具有穩定性。因而學者可能需要重新考慮「制度化」究竟體現在

哪些其他方面，抑或哪些因素的「制度化」只是假象。

如果前文關於當代中國政治史的分析基本能夠成立，也即「領導核心」這

個「尊號」確實是某種權力制度的話，也許我們還可以從「領導核心」制這一角

度來理解中國高層政治權力的另一種「制度化」傾向。在這裏，「制度化」仍然

意味着亨廷頓所指的穩定的、反覆發生的行為模式，但在中國政治的歷史和

現實中，在表面的任期制或退休制度的年齡約束之下，可能還隱藏着更深層

的、也許更持久的一種權力制度，它的內涵是圍繞「領導核心」而來的、一系

列制度化程度日益增強的權力安排，其中可能包括這些制度：第一，賦予「領

導核心」在重大問題上的「最後決定權」；第二，「領導核心」最高權威確立的 

標誌是軍事統帥權的實質性轉移；第三，「領導核心」的權力以「請示報告」為

運作方式；第四，「領導核心」根據自己的政治構想安排和培養「接班人」io；

第五，在政治象徵上，「領導核心」擁有最高領導人的禮儀規格和政治待遇，

例如其執政思想冠名寫入黨章，其出行的排序站位、在媒體上的排名順序、

宣傳報導規格等與其他政治官員判然有別。

分析至此，我們不妨將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描述為類似「俄羅斯套娃」式

的三層權力結構：它的外層是現行《憲法》規定的國家權力制度，規定了人民

主權和最高權力所在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它產生

出「一府、兩院、一委」（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

檢察院，監察委員會）等國家機構，但這是一套僅在

形式上運作的制度。

其下是第二套權力體系：根據民主集中制（「四

個服從」，即黨章中提到的「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

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

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組織

起來的中共黨內體制，按照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

的決策—執行流程，通過分工負責，「歸口管理」，高

層領導小組或委員會，派駐黨組、黨管幹部，意識形

態控制等一系列次級制度而運作實際的權力。

但在第二套權力體系之中或之下，還存在一套真

正驅動前兩套權力體系運轉、作為整個體制的動力和

樞紐的第三套權力體系，即「領導核心」制。之所以在

第二套體系演變出最深層的一套權力體系，很可能是

因為「多數決」（majority）的「民主」存在演變為寡頭化

和派系衝突的趨勢，而一人決策制對整個體系的危險

顯而易見，於是，「領導核心」制中的權力安排賦予最

高領導人重大權力，以解決「民主」的寡頭化趨勢，但

說明：（1）「領導核心」通過一系列機制如「請示匯報制

度」掌握和領導黨組織，但受黨內法規包括民主集中制

約束；（2）黨組織通過「領導小組（委員會）」、「歸口管

理」、「黨組」等機制控制國家機器，但受《憲法》和基

本法律約束；（3）國家機器通過《憲法》規定的人民代

表大會、政協會議，建立形式上、法理上的政治系統

的正當性，通過人民政府向中國社會提供公共物品，

以實際的治理績效獲得社會的支持與反饋；（4）黨組

織與國家機器結合的趨勢愈來愈緊密。

圖1　中國政治體制的三層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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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力在第二套體系中仍受到傳統的民主集中制約束，以避免出現如斯大林

晚年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國家—政黨—「領導核心」這三重結構才是一個完

整的權力圖譜（圖1）。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共黨內曾有過將國家與政黨分開的改革設想，若果

真能實行，則中共與自由民主體制中政黨通過提供候選人和政綱來施展政治

權力並無本質區別。但現在的「政治建設」方案中，通過加強黨的建設來實現

國家建設，似乎是新一代政治領導人選定的政治發展路徑：在其中，不再刻

意剝離黨與國家機器，相反，通過「最高領導權力的黨內法規化」，也即中共

通過系統的黨內法規建設ip，以健全「領導核心」制和黨的民主集中制iq，同

時實現黨國的一體化，可能是一個尚未被充分揭示的制度化演變軌迹。

最終，循此種制度化途徑，在黨與國的融合中，不論是黨的機器「吞噬」

國家機器，還是國家機器「消化」黨的機器，其效果實際上是一樣的：努力打

造出一個現代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使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或者

用官方話語來說，建設成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

五　結語

中國政治中為何重新興起「領導核心」這一話語？筆者以為，如果觀察者

僅僅滿足於認定這是所謂「威權主義」政權塑造領導者權威的宣傳套路，則可

能會錯過認識中國政治深層演變邏輯的某些機會，以至流於通過刻板印象來

認識中國政治。本文嘗試通過政治史的探究，揭示「領導核心」話語之下可能

隱藏的權力制度，以解釋近年來中國政治中發生的一些重要演變之內在邏輯。

回顧領導「領導核心」概念及其對應的近八十年政治史，我們或許可以發

現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即「領導核心」這個概念從毛澤東在延安時代發明至

今，通常是當中共組織處於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的挑戰環境當中時，才被強

調或被頻繁提及。我們可以辨析出的話語「活躍期」包括延安整風時期（面臨着

黨內團結和革命道路的中國化命題）、1950年代後期與1960年代初期（面臨着

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挫敗）、1989年後到1990年代中期（面臨着全面轉向市場

經濟體制的巨大挑戰），以及當前時代（「百年大變局」的來臨）。這一簡單的

歷史回顧也可表明，樹立或維護「領導核心」是中共黨內一個悠久的政治傳

統，而非一時權宜之計。同時我們也可觀察到，「領導核心」話語的提出，往

往是針對黨內的「不團結」現象。

深入考察「領導核心」話語及其權力制度，也可能為觀察和理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提供新的視角。「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

的特徵」——新近被寫入《憲法》總綱第一條第二款的這一論斷，提示研究者

更細緻地探究中共究竟如何實現領導，但其中與「領導核心」相關的一系列具

體領導機制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最後，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是，若「領導核心」制確實意味着以確立最高

政治權威—權力為機軸的一系列權力制度安排，那麼它與中共反覆強調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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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術論文 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話語有甚麼關係？如何解釋兩者之間如此明顯的原則矛

盾？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一直存在如古代「儒表法裏」、 

「霸、王道雜之」之類的「表—裏」制度傳統，「表」者提供正當性敍事，「裏」者

提供實際的統治技術和治理績效。或者說，存在權力信仰的「顯教」與「密教」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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